
“单位”研究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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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兵

应当说，“单位”研究是一个承受多重内涵且略为

沉重的学术话题，也是一个紧扣时代脉络的中国社会转

型的真实缩影。事实上， “单位制度”作为现代中国社

会转型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组织形态，已经走过了近 50
多年的历程。无疑， “单位制度”并不是一般性的组织

和制度结构，而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建立的具

有总体性的组织和制度结构，它真切地反映了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于它们的运行

方式等的基本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在这个意义上，

“单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复合型的制度结构。
但是，把“单位制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主题，

却还仅有不到 30 年的历史。虽然如此，国内学界在这一

研究领域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原初的对国企改

革问题的关注，历经对“单位组织”、“单位社会”的深

究，再到 2000 年前后对“单位—社区”问题的聚焦，都

体现了“单位”研究所内蕴的深厚的历史、学术及社会

意义。尤其是关于“单位—社区”的研究，凸显了极为

重要的多重性的研究价值。正如作者所言，“单位—社区

研究”捕捉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

领域，即社会体制转换问题。这其中所引发的学术思考

在于: 在单位全能社会走向消解的过程中，新旧社会体

制是如何转换的，这也道出了当下我们还在继续从事

“单位”研究的真实目的所在。
由田毅鹏和吕方合作撰写的《“单位共同体”的变迁

与城市社区重建》一书，就是这样一部以东北老工业基

地为地域性背景，以理论与现实、学术与经验、同时态

与历时态相结合为研究思路，力求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现

中国“单位”研究的理论全景和发展脉络。全书以“单

位共同体”的研究为逻辑主线，开篇于“单位共同体”
的形成及变迁，由此而展开生成与逻辑主线相关的两大

部分，即“单位共同体”演进的经验视阈及“后单位时

代”的城市社区建设问题。结尾则收于 “单位共同体”
变迁与城市治理的未来。而对“未来”的思考，作者则

期望于对“社会团结”与“新公共性”的理论探求。

通览全书，给我留下这样几处极为鲜明而又深刻的

印象。应当看到，近年来探讨“单位”问题已经算不上

一个较为新奇的研究领域，似乎有着远离社会学主流领

域的趋势。但作者并没有循着以往的组织、制度的研究

路数，而是另辟蹊径地引入了“地方性”这一关键性概

念，意在摆脱那种“宏大叙事”、“结构主义”的理论风

格。而将理论视阈锁定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以“东北

老工业基地”作为研究对象，借助于口述史、实地研究、
参与观察等社会学研究方法，使得学术研究建基于坚实

的经验层面上。作者强调指出: 对于“单位制度”的研

究不应当将其泛化与 “结构化”，而是应当将其置于不

同空间和地域文化的背景下，充分意识到这一制度结构

本身所承载的理念、精神及现实等多重内涵，探讨其具

体的多元化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概言以“结构化”的

方式和一般意义的理解。这种研究方式，无疑会使得对

于“单位”的研究更接近于经验直观，从而贴近于现实

的社会生活层面，有助于长时态、动态地把握中国社会

的直观样态。
“典型单位制”概念的提出应是该书的另一大特色。

其特色不在于其类型学意义如何，而是体现了作者对

“地方性知识”的熟练掌握与运用。作者并未一味强调

“单位制度”的“结构强制性”和它的普遍性特征，而

是将理论目光聚焦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地域性的

现实场景。这里，“典型”的含义不在于“分类”，而是

在于一种“本土化”的研究视角。进一步说， “典型单

位制”是对东北地域以公营企业为核心的组织机构的准

确表征，其寓意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学术言说的层面，而

是在述说着一段自 1949 年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

真实经历。事实上，在从“一五”计划时期到中国退出

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东北老工业基地”几经沧桑，

但其“典型”的特征并没有褪色多少。虽然，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步入了复杂多变的 “社会转

型”时期，但由于东北地域迈向市场化的步履相对滞后，

加之“传统单位制”的堡垒仍然非常坚固，使得东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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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典型单位制”的消解过程不会是迅捷和简单的，而

可能是一种长期缓慢的过程。尤其是，期间还伴随着

“单位人”命运的沉浮不定，使得“单位制度”的研究

不仅彰显着一种深刻的 “社会性格”，也更加带有浓厚

的人文关怀色彩。这或许也是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心系

“东北老工业基地”研究的原因所在。
“单位共同体”应当是全书的核心概念。从理论逻

辑来看，作为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这一概念脱胎于欧

美学界“共同体”概念，却又建基于“单位制”概念的

基础之上。相较于“单位制度”与“单位社会”概念而

言，这一概念的运用较好地体现了时空跨度、制度转换

及理论与经验的衔接性。从内容逻辑来看，围绕着“单

位共同体”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展开了全书的各章节部

分。而前两个部分对“单位共同体”的形成、变迁及实

地研究等内容的阐述，实则为第三部分铺平了理论道路，

即引出了当下城市“社区建设”问题的思考。的确，随

着“单位制度”逐渐走向消解，原有的“国家—社会”
的关系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就是: 在原有的“国

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体系背景下，几乎不存在

基层社会问题。而在“单位制度”发生变迁之后， “单

位”的功能与作用日渐式微，基层社会问题逐渐浮出水

面，使得“社会建设”问题日渐凸显。当然，如何进行

“社会建设”研究还需要脚踏实地，不能泛泛而论，毕

竟“社会建设”不是空中楼阁。所以，作者将“社会建

设”的研究定位于“城市治理”这一理论视阈是不二的

选择。
全书的“结语”部分落脚于“单位共同体”的变迁

与“城市治理”的未来。显然，作者把这一部分放在结

尾处是有深刻意寓的。如作者所言，由于 “单位共同

体”的内在矛盾性，即在“单位共同体”消解与变异的

过程中，“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如“城市

社会”的异质性日趋增强，城市的“公共生活”日趋复

杂化，以及国家、市场及社会边界的重构等。因此，“单

位社会”的体制注定是难以长期维系的。在我们告别

“单位社会”的现实进程中，会相伴而生许多政治的、
经济的、社会的乃至于精神生活领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如男女平等、社会公正、社会保障、社会信用及公共精

神生活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于转型进程中

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些新出现的 “问题群”，急

需学术界予以积极反思与应对，应当如何去重新去思考

“社会建设”问题。
如前所述，作者是把理论目光专注于当代的“城市

治理”问题，强调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联结模式”和

“公共性理念”，以此来回应当代城市社会生活中不断增

加的公共需求。作者给出的理论出路在于: 首先，应当

努力地再造“社会团结”。随着“单位共同体”的消解

与变异，中国社会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取

向，这归因于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 “中间组织”的缺

失，这种“缺失”实则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间

断性”的不断增加之势，不利于“社会整合”的实现。
所以，应当通过加强对社会“自组织”特质的培育与完

善，重塑城市的“社会团结”格局，进而结束“社会原

子化”的局面，这对于城市社会的“良善治理”意义深

远。其次，要积极培育“自治”的民情。民情是“社会

晴雨表”最为直接的体现，也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础。
我们要通过 “公共生活空间”的培育与 “公共生活惯

习”的养成，来完善为“社会立法”的目标，以期能够

形成一种“民情”的新传统。这一“新传统”强调人际

交往的和谐互动新方式，以及社会多元化的 “自组织”
功能，即需求满足、服务供给和利益组织化的统一。再

次，要重塑城市社会的“新公共性”格局。作者所提倡

的“新公共性”，是指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存在

着的一种“共在”的公共性格局。这三种力量以开放、
包容、对话、协作的方式共同致力于“新公共性”格局

的建构。可见，在“公共性问题”日渐凸现的今天，作

者的这种理论态度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应对方

式。
总体上看，我们从作者对 “单位共同体”的言说

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回应时代的责任感和面向实践的学

术取向。在当今中国的学术氛围中，作为学者仅有“学

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有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

气魄。所谓的“直面社会”其实强调的是学术研究是承

载社会价值的。在这方面，作者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

学习与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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